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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韩三国由于地缘和文化接近,在民族医学领域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互鉴。其在发展上

首先表现出同根同源,均源于传统中医药理论基础,并由于各自所处地域文化环境的不同,逐渐形成

了对人的生命与疾病、疾病诊断、疾病治疗的不同认识。探讨分析中日韩民族医学发展特色,针对其

现状提出促进未来中日韩民族医学提升的策略建议,对中日韩民族医学共同参与打造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增进中医药文化传播,丰富世界医学多样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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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togeographicalandculturalproximity,China,JapanandKoreahavemaintainedcloseexchangesandmu-
tuallearninginthefieldofethnicmedicine.Intermsofdevelopment,theyfirstshowedthesamerootandthesameori-
gin,bothoriginatedfromthetheoreticalbasisofChinesetraditionalmedicine.Duetothedifferentculturalandenviron-
mentalfactorsintheirrespectiveregions,differentunderstandingsofhumanlifeanddisease,diseasediagnosis,and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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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韩三国同处于东亚文化圈中,地理位置接
近,有着共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
密切的交流往来,在文化上彼此间互相交融吸收。
在民族传统医学领域,中日韩三国有着很多相似和
相通之处,且表现出各自在思维方式和临床诊疗方
面的诸多不同。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实施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总抓手和新引擎,也是推广中医
药适宜技术,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去的重大机遇。
日本、韩国由于与中国的地缘和文化接近,在历史上
其是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先行区。本研究从民族地域
文化的角度探析中日韩三国民族医学发展之共性与
差异,以期更好地为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医药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新的视角。

1 中日韩医学发展同根同源

自远古时期始,中国人民即通过对医疗实践经
验的不断探索与总结,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医学
理论,并于秦汉时期臻于完善,形成了系统的中医药
理论体系。在公元2世纪末,中医学的《黄帝内经》
《伤寒论》等经典医书相继传入朝鲜,并与朝鲜当地
的传统医学形态相结合,不断发展形成其民族医学。
在公元5世纪,韩国使者运用中医药为日本天皇治
病,效果显著,于是日本也开始重视和发展中医药,
这成为后来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因此,韩国和日
本的民族医学实际上均在传统中医药理论基础上发
展而来[1],其与中医药同根同源。尽管中日韩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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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在传统医学领域有着密切的交流,但由于各自
所处地域环境、自然资源、常见病种、文化习俗等各
异,因而在对人体生命来源的认识、生命运动规律的
探索,在疾病防治、养生保健等方面也各有不同。

2 中日韩民族医学认识比较

2.1 对生命与疾病的认识
从医学发展模式角度看,在早期中日韩民族医

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其发展模式都基本经
过了从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向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过渡
的阶段。与西方医学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阶段以希
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为基础不同,中日韩民族医
学同根同源,均受中国古典人文哲学的滋养,并结合
各自地域特色文化,逐渐形成其学术理论思想。至
近现代,西方医学向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发展,中日韩传统民族医学在其发展
上也开始产生各自的新思考。

中医学对人的生命与疾病的认识主要以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基本演绎系统,注重通
过调理人体内在的生理机能预防和治疗疾病,强调
事物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复杂性。韩国民族医
学对生命与疾病的认识虽受到中医文化的启发,但
并未完全受限于中医学,而是结合了其地域文化的
实际情况进行了重构。例如,韩国民族医学主要在
中医学阴阳理论认识生命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结合
《周易》的“四象”思想构建了其新学派四象学,将人
分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象,并根据人身四象生
命体质之不同而进行区别化治疗[2]。近现代以来,
韩国医学更以结合东西方医学的优势为特点,注重
使用天然药物和生物疗法。日本的汉方医学则另辟
蹊径,有意识地淡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在其
实践过程中使复杂的中医学理论渐趋简单化,如在
探讨疾病病因时日本汉方医学未采用中医学六气学
说的复杂模型,而重视“毒”“毒邪”等较单一概念的
构建,认为疾病的发生是无形的气毒与有形的血毒、
水毒所致[3]。日本汉方医学以对自然和生物的敬畏
为基础,注重生命的健康和平衡等理念。
2.2 对疾病诊断的认识

在疾病诊断方面,中医学提倡使用望、闻、问、切
四诊法,尽管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医家对于四诊有
不同侧重,但总体看,中医学强调对于望、闻、问、切
四诊收集资料的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在临床中尤
其重视彼此之间相互结合佐证,即“四诊合参”。日
本汉方医学则有不同,其在临床中逐渐忽视中医学
强调的脉诊和舌诊,转而非常重视运用腹诊。例如,
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曾指出:“腹
为生命之本,百病之根,是以诊病必先候腹。”[3]其认

为腹诊是疾病诊断的关键和根本。
韩医虽同样注重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但不同

于中医学的四诊理念,韩医更加强调通过四诊以观
察和了解患者的体质、容貌、性情、多发病、饮食嗜好
等方面的因素,从而以定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
人,再针对不同类型给予治疗用药。总体看,中医四
诊是通过司外揣内而辨证论治,韩医则侧重以象为
中心辨识体质进而论治[4]。

由于对人的生命和疾病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
日韩民族医学疾病诊断方式关注重点的不同。中医
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自
《黄帝内经》以来即奠定了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合
参”的基础。但韩国的四象医学以天、人、性、命为理
论基础,在诊断患者过程中虽采用四诊,但其最终目
标其实在于辨识人的体质,并未沿袭中医四诊概念
下的传统阴阳八纲理论,具有其独具一格的文化
特点。

日本汉方医学强调腹诊,忽略了中医学其他经
典诊断方式,如舌诊,这可能是由于日本德川幕府时
代闭关自守,未能吸纳同时期中国明清两朝取得的
重大医学进步———舌诊所致。在日本平安时代即有
“取腹女”“按摩女”等职业称谓,是文献中记载的最
早的腹部按摩师。至室町时代,幕府将军又十分重
视佛教僧侣为缓解患者痛苦所使用的按、擦、揉等腹
部按摩手法。推测“取腹女”和僧侣的出现可能与日
本腹诊起源有重要关系[5]。
2.3 对疾病治疗的认识

中日韩三国由于地域文化背景不同,在疾病的
认知和诊断上存在一定差异性,在疾病治疗上也各
有特色。中医治疗重视辨证论治思想,且由于中国
地域辽阔,药材种类多样,医学门派林立,因而其治
疗方法亦多种多样。内治可以汤药丸散,外治可以
针灸、推拿、敷贴等,极具主观能动性。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即是汤液治疗,可随证加减用药,灵活多变,
且中医十分重视中药药材的药性,重视道地药材
选用。

韩医在治法方面,相较于复杂多变的中医则略
显简单。例如,韩医在其所推崇的四象学说基础上
提出药物归象理论,将药物归于四象,然后根据所归
之象对应的不同类型体质进行治疗。日本汉方医学
则由于受限于日本岛国气候特点和居民饮食起居习
惯,以及地域药材种类数量有限等问题,其用药剂量
相较于中医一般较低,也更加重视使用组成简单的
经方。同时,由于日本多山多温泉的地理环境特点,
日本汉方医学还推崇温泉疗法,使之成为了极具特
色的传统治疗和保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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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日韩民族医学发展特色比较

3.1 中医高度重视人文哲学和实践经验
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博大精深、惟是惟新

的中国传统人文哲学智慧,更离不开数千年来人们
在与疾病不懈斗争中所总结的丰富实践经验与宝贵
科学文献[6]。中国传统人文哲学中的人本理念奠定
了中医学济世利人的医德观念,精气学说构建了中
医学对生命和疾病朴素的认识观,阴阳思想蕴含的
辩证法,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灵活积极的疾病防治
理念,五行理论对系统论的诠释则极大促进了中医
学最终形成注重整体、司外揣内的天人合一观,这均
体现出中医学对中国传统人文哲学的高度重视。中
医学还突出强调对历代医家医学经验的积累与传
承,这使得大量医学著作和医案得以保留。其中,中
医医案作为体现中医辨证论治思想的临床实践记
录,在中医学传承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
医学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医学理、法、方、药
特色的突出体现[7]。
3.2 韩医对外来医学的借鉴与吸收

韩国地处东亚朝鲜半岛,位于东亚核心文化圈
中,自古以来与东亚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韩医十
分善于吸取外来医学的先进技术,继而融会新知,造
就其独有的地域民族医学形态。在中医以官方形式
正式传入朝鲜半岛之前,其医学主要以高句丽、百济
的传统药物治疗,新罗、高句丽的针灸术,新罗的《法
师方》等为基础,吸收鲜卑族的灸、烙法,蒙古族的熏
法等,融合后而形成其民族医学形式。随后在中医
学思想基础上,创立东医学、四象医学等富有朝鲜医
学特色的产物[8]。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医的发展,韩
医结合中医和西医的优点,既引入了西方的医学知
识和技术,也对中医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推广。
因此,韩国民族医学相较于自成一体、坚守自身人文
哲学文化的中医而言,其突出特色之一就是擅长集
百家之长,为我所用。
3.3 受官方政府支配的汉方医学

自中医学经朝鲜传入日本直至明治维新前,汉
方医学一直是日本医学界的主流,并以政府官方层
面主导其发展为主要特色。例如,在公元8世纪,由
日本官方颁布的《大宝律令·疾医令》,其在医事制
度上即效仿中国唐朝[9]。其后,在日本官方政府的
大力推动下,汉方医学不断发展、创新,并在日本江
户时期达到鼎盛。例如,德川幕府在江户城设立“江
户医学馆”,在此期间大量培养汉方医学人才,撰写
医书,开设医馆。在近代,日本国门逐渐被打开,明
治维新时期西医不断冲击汉方医学,逐渐二者形成
对峙态势。最终,明治政府采取“灭汉兴洋”的政策,

原先被禁的荷兰医转而被官方推崇,汉方医学由此
转衰,进而沦落至被官方取缔的境地[8]。近年来,在
日本民间组织的不断推动下,日本政府也在重新认
识汉方医学,相关研究不断出现。

中日韩民族医学虽同根同源却存有如此显著的
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各自地域文化的迥然有别关系
密切。中医文化根植于中国地域广阔、土地富饶、形
态多样的农耕文明,自古具有多民族的文化属性,在
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儒释道等诸多思想,
在医学文化上即自然形成丰富多元、自成一体和博
大精深的特点。韩国位于东亚核心文化圈中,其民
族构成较为单一,主要为朝鲜族,是中国近邻,其在
历史上受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广泛影
响,近现代又曾有被日本殖民的历史[10]。韩医起源
于朝鲜半岛,朝鲜本土文化在不断与外来文化交流
的同时,也逐渐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形成重
视朝鲜本土社会人文,极具自身特色、兼收并蓄的民
族医学[11]。汉方医学在古代主要传播于日本本土。
日本是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侧的一个四面环海
的岛国,其民族主要为大和族。日本早期是一个较
为封闭的地域,其在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发展
远远落后于中国。近现代,随着全球海洋文明的崛
起和日本明治维新向西方全面学习,其成为一个封
闭与开放兼存、隐于内又显于外的国家[12]。日本地
域狭小,政治权力较为集中,其政治对于社会文化的
影响也较为明显,在历史上日本的汉方医学发展就
极大受限于其独特的政治体制。由于日本地理条件
所限,其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相较于医学典籍丰富、
药材来源广泛的中医药,日本传统医药的实践与研
究也较为局限。

4 总结与建议

综上,中日韩各国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下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民族医学形式,今后,在尊重世
界各民族差异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各国传统医药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可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促进中日韩民族医学的发展
与创新。
4.1 重视传承,敢于创新

中日韩三国民族医学的发展,其源流均来自于
中国传统医药,但在中医学先后传入韩国和日本后,
并未被其全盘复制,而是根据其各自地域文化实际
情况进行了消化、吸收和转变。各种疾病在不同地
域、文化、生活方式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发病率。例
如,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病作为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在
世界各地的发病率不同,该病在关岛地区的发病率
尤其高,因此日本汉方医学对其进行的研究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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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医和韩医相关研究的不足[13]。中
日韩民族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受益于各自地域的优
秀传统文化,而形成了开拓新知、自成一格的局面,
但不应囿于民族地域文化,局限视野、故步自封,而
应该积极交流互鉴,守正创新,推动民族医学发展。
4.2 重视民族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中日韩三国传统民族医学教育,在当代均面临
着来自现代西医学的巨大压力。其中,中医在古代
以师承和家传为主要教学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医
药院校成为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其数量和规
模不断扩大,囊括了专科、本科、研究生及继续教育
等不同层次,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和
深化。韩医同样拥有正规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并
开办有博士班。当代韩医教育还十分注重在学习现
代西医学的基础上,传承其本民族医学文化特色,实
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发展。日本汉方医学官方教育
在明治维新之后几乎停滞,民间多以师承教育方式
传承。相较中医、韩医,民族医学教育明显陷入低
潮,目前日本官方对汉方医学的教育管理是建立在
西医教育基础上的补充式教育,在科研领域也偏重
于汉方药研究而忽视医理研究。中日韩民族医学在
当代需要发展创新,仅靠民间师承教育远远不够,亟
须建立长期发展战略,加强民族医学教育,不断完善
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
4.3 重视民族医学的立法规范

通过立法,可以规范民族医学的发展方向和实
践行为,保障其稳定地传承和发展。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中医药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法进
程,从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4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03年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到201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中国不断明确中医药的法律地位,提出
“中西医并重”,从多层次促进中医药的规范化发展。
韩国在确立韩医师的执业资格方面起步较早,于
1951年颁布了《医疗服务条例》,肯定传统韩医师的
合法执业资格,并先后颁布《传统医药法令》《韩医育
成法》《韩国药典》《发展韩医药法案》等,不断规范韩
医药的现代发展,促进韩国民族医学的创新和传
播[14]。日本对民族医学立法的重点侧重于汉方药的
规范化研发和生产上,先后制订了《药事法》《一般用
汉方制剂承认基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生药
及汉方生药制剂制造与品质管理相关基准》等法规。
中日韩民族医学在当代要实现更长远的发展,更好

地融入全球健康卫生体系,还需进一步规范立法。
例如,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管理汉方药领域,以及韩国
在规划韩医药未来发展方面所设立的立法规范,用
法制的手段依法保护、传承、发展和利用好中华民族
医药瑰宝。

5 结语

中日韩三国在地理上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历
史文化上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往来,在民族医学
发展上亦是基于同根同源的中国传统医药,并受到
各自独特地域文化的影响。以整体观、系统论为内
核的中国传统医药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日
益受到世界医学领域的重视,中日韩民族医学应加
大交流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世界医学
事业,为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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